
论中美大国战略竞争关系
何以生成与应对

———基于大国关系中经济—安全联动错位机制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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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如何解释中美大国战略竞争关系的生成是当前世界政治最重

要的议题之一,对此,文章搭建一个大国关系中 “经济—安全联动错位机制”
生成的宏观框架,建立对应的类型学,通过负面、半负面与正面案例比较以

提供一个机制加因素的演化性解释,该框架认为,促成两国战略竞争关系的

核心动力是经济—安全联动错位机制.错位机制的驱动在于两国以全球化高

度复合依赖为背景变量、国内政治经济利益格局为前置变量,随着时间的演

进,两国关系中经济与安全作为两大核心变量持续联动并结合多个因素作为

干预变量;引发美国通过社会动员与国内政治机构的中介变量对华进行经济

与安全的复合竞争,最终导致出现两国经济—安全联动螺旋失衡的因变量;
即经济竞争加剧安全冲突,削弱政治互信,政治与安全逻辑试图压倒经济逻

辑,两国战略竞争关系正式生成.对此,中国需要充分吸取历史启示并加以

应对,着力实现两国产业结构深化互补、第三方市场与安全合作、完善全球

经济治理与双边安全深度合作,同时辅之以社会文化交流与全球治理合作,
进而推动中美关系迈向多维共同演化,由此产生大国关系互动的革新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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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在历史演变上,尽管大国无战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成为国际体系的常

态,即 “防御性现实主义”时代,① 但自奥巴马政府以来,中美在经济与安

全两大关系联动上逐渐失去长期的脆弱性平衡,成为两国 “结构性矛盾与体

系压力的由来”.② ２０１７年年底以来,美国针对中国重新挑动了 “大国战略

竞争”,２０１２年年底以来,中国也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内外交错的压力

(crossＧpressure);中美关系已进入一个前所未有的风险主导与机遇并存阶

段,诸如 “修昔底德陷阱”“新冷战”等概念已在政策界、学界与社会各界

流行.尽管作为美国政治 “异端者”的特朗普政府已落下帷幕,但美国政

治、经济精英对华战略竞争的霸权护持共识在短期内难以动摇,这一点在拜

登政府 «２０２１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临时指南»«２０２１年美国创新与竞争

法案»«２０２２财年国防授权法案» «２０２２年美国 “印太战略”报告»等政策

法规的出台中得到进一步体现.在学术研究上,基于大国关系是世界政治的

恒久议题,是塑造国际格局、国际秩序、国际规范与国际体系的最重要力

量,如何以一种国际政治的社会演化视角动态理解与分析当前中美大国战略

竞争关系?③ 两国战略竞争关系是如何生成的,如何为这一生成关系提供一

个更全面的机制加因素的演化性解释? 作为世界政治最重要的一对双边关

系,两国关系的演进作为一个大国关系的 “经济—安全”联动案例具有哪些

普遍与特殊意义? 基于中美大国战略竞争关系的复杂性、整体性与辩证性,
对上述问题的研究探讨将有极其重要的实践与理论意义.那么,该如何应对

与通往多维演化式未来?④

本文以下内容分为四个部分,一是对已有的学界研究进行文献回顾,运

用世界政治学与国际政治的社会演化等宏观理论,结合相关方法搭建大国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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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本文着重讨论以中国为主要行为体去应对中美大国战略竞争关系,但对此战略竞争关

系的管理也特别需要美国承担对应的责任,同时,世界各国对人类社会和平与发展也具有共同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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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中 “经济—安全联动错位机制”生成的宏观框架,建立对应的类型学,初

步认为中美大国战略竞争关系的生成由该机制驱动.二是以中美关系正常化

五十年演进为核心案例进行过程追踪,① 指出经济—安全联动错位机制导致两

国战略竞争关系的正式生成及启示.三是基于时空条件约束选择美英、美苏、
美欧、美日作为辅助案例,以负面、半负面和正面案例比较进一步确认错位机

制在大国关系中广泛存在,并根据全文论证的启示,为应对中美大国战略竞

争,迈向经济、安全与文化的多维演化提供相应建议.四是结语与展望.

二、文献综述与因果机制

作为研究热点,学界围绕大国关系的研究十分丰富,② 近年来,关于引

发中美大国战略竞争关系的研究有理论解释和现实描述两大路径.本文根据

研究需求将这两大路径又划分为主流理论解释、经济驱动、安全驱动和复合

驱动等四种路径,具体归因有意识形态冲突论、制度竞争论、经济竞争论和

安全冲突论等,这些均有助于理解两国战略竞争关系何以生成与应对.
(一)关于引发中美大国战略竞争关系的主流理论解释

主流国际关系理论为中美战略竞争关系的演进提供了深刻、简约与抽象

的理解,但部分文献在中美关系的研究中存在结构主义的束缚.③ 譬如,结

构现实主义在理论假定上认为两国体系竞争与冲突是决定性的且循环的,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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翰米尔斯海默 (JohnMearsheimer)提出的 “进攻性现实主义”便认为中

美必有一战,展示了一个没有未来的国际政治意象.① 针对冷战后元理论创

新的匮乏,国外两代新古典主义学者试图打破体系 (结构)单一决定论,谋

求 “国家如何应对国际环境的行为以制定特定的外交政策”.② 该理论以具体

问题为导向,对国际体系性质不做简单定性,把国内政治作为重要干预变量

纳入对外政策考量,聚焦特定人物、时期与政策来分析中美关系,虽解释力

得到提高,但没有揭示出中美关系动态演变中的因果机制.近年来,中国国

际关系理论建设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为理解中美战略竞争关系的生成进一步

提供了理论解释.例如,秦亚青提出世界政治的关系理论,该理论肯定实践

本体观、后牛顿量子科学观与多元文化观,为理解中美战略竞争关系的生成

提供了社会科学哲学维度的解释.③ 阎学通提出道义现实主义,以综合实力、
国家利益、思想观念、领导类型与战略取向的类型学有力解释了中美战略竞

争关系的现状,并认为中国更有可能成为王道大国.④ 宋伟提出的位置现实

主义是基于大国中心主义、理性主义与物质本体优先,形成了实力关系、秩

序关系—位置—界定大国整体利益—外交政策行动的因果机制,⑤ 为中美大

国战略竞争的外交政策分析提供了理论化解释,强调兼容机制体制对当代大

国关系互动的重要性.“共生理论”为中美大国战略竞争关系走向共生的可

能未来提供了中国政治哲学维度的思辨,⑥ 杨光斌提出的世界政治学挖掘世

界深层过程性结构的研究路径和唐世平提出的国际政治的社会演化范式,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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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本文分析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撑.① 而在中层理论上,部分学者从均势论、
霸权稳定论、② 权力转移理论③和威慑理论④等角度,试图解释中美关系的战

略竞争状态.例如,罗纳德塔门 (RonaldLTammen)等人从理论上认为

大国权力转移充满风险,“挑战国的不满、赶超与核武器相结合会带来更为

严重的后果”.⑤ 综上,部分主流理论的研究是基于结构主义的束缚与静态的

历史假定,需要进一步挖掘中美大国战略竞争关系生成的动态演化性解释.
此外,有学者从政治心理学等非物质本体论视角,⑥ 论述观念性矛盾引发中

美战略竞争关系,而由于物质本体具有优先性,在宏观历史动能情境下更适

合作为愈发重要的补充性解释.
(二)关于引发中美大国战略竞争关系的经济驱动说

近年来,学界关于中美经济关系引发大国战略竞争的文献主要集中在矛盾

与冲突层面.例如,陈宇认为,美国经济战略界对中国角色界定发生巨大转变

加剧了双边战略竞争.⑦ 李巍认为,中美关系在加速步入战略竞争态势,⑧ 主

要是由经济与国际制度竞争驱动.雷少华认为, “推动大国竞争的本质是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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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政策竞争,最重要因素是产业政策、尖端技术和市场规模”.① 此外,也有

部分学者认为,中美贸易战一定程度加剧了中国制造业的转型升级,两国高

精尖技术竞争在一段时间内会加剧双边战略竞争.② 当前,两国经济长期性

互补格局被人为因素改变,美国认为, “全球价值链分工已经导致中美贸易

失衡并伴随全球价值链分工竞争的升级”,③ 只有压制中国科技进步速率,完

成 “脱钩加遏制”才能维持美国战略竞争优势.④ 由于全球化重塑了全球产

业结构,美国中、高端产业受挑战,低端产业去工业化让其战略界认为,大

国战略竞争愈发聚焦在经济领域.但更为完整的事实是,美国依托美元霸权

和高科技高附加值产业的主导地位,在统计数据上出现贸易逆差、在实际上

赚取国际分工利润的高额顺差.这是由于金融资本与产业在全球双向流动的

逐利,制造业占美国全国产值比重持续降低,而服务业占比极高,其经济霸

权实际上也因制造业转移得到扩张.⑤ 然而,美国政府把贸易逆差主要归结

于中国利用 “不平等”贸易关系实现崛起,其战略意图在于维持一段时间排

他性全球化,等待美国国内政治裂隙弥合,以维持世界领导权.因为美国对

外经济政策历来不是 “单纯地以追求经济福利最大化为目的,也是一种潜在

战略工具,经常被决策者用来服务国家安全战略”.⑥ 这些研究揭示了中美关

系近年来走向不稳定的核心动力,在此逻辑上可以理解美国对华发起贸易战

和战略竞争的根本动机,但相对忽视了双边经济压舱石作用仍然存在,⑦ 气

—４６—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雷少华:«超越地缘政治:产业政策与大国竞争»,载 «世界经济与政治»２０１９年第５期,
第１３１页.

KerryLiu,“ChineseManufactureintheShadowoftheChinaＧUSTradeWar”,EconomicAffairs,

Vol３８,No３,２０１７,p３０９
蓝庆新:«全球价值链视角下的中美贸易摩擦分析»,载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２０１９年第５

期,第６８~６９页.
李向阳: «特朗普政府需要什么样的全球化»,载 «世界经济与政治»２０１９年第 ３期,

第４５~５５页.
韩召颖: «美国 GDP全球占比与美国经济霸权的关系研究»,载 «当代亚太»２０２１年第２

期,第８４~１０８页.
吴其胜:«安全战略与美国对华贸易政策的演变»,载 «美国问题研究»２０１９年第２期,第

１０３页.

２０１８年中美贸易战以来,中美贸易额短暂下滑后持续呈上升趋势,全球在新冠肺炎疫情冲

击下对中国的进口依赖性更大,美国对华贸易战的主要成本由美国民众承担.参见中国海关总署官

网统 计,２０２１ 年 １１ 月 ２２ 日,http://wwwcustomsgovcn//customs/xwfb３４/３０２４２５/３９８６３２３/

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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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变化等全球治理领域需要包容性多边主义,依然会在全球化时代的中美竞

合关系中发挥基础性作用,这一点与历史上任何大国关系存在不同,体现了

国际政治的社会演化.
(三)关于引发中美大国战略竞争关系的安全驱动说

部分学者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美关系似乎在安全关系上是一对假朋

友,① 双方从未涉及战略层面的高度互信,这一高度战略互疑成为影响中美

关系稳定的常量,如果管理不当容易引发大国战略竞争,例如,“台湾问题、
美国主导的军事同盟针对中国的举措、双方军事力量态势互动以及新兴技术

发展的安全竞争”是两国战略竞争的主要推力.② 尽管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

一直强调和平与发展,提出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等建设性倡议,
针对美国也倡议新型大国关系,但两国在 “缺少共有、均衡安全压力的情况

下,美国主动把中国视为安全压力的来源”,③ 推动两国大国战略竞争关系的

到来.值得注意的是,在两国关系演进历程中最敏感的亚太地区,安全竞争

结合经济发展形成矛盾力量,加上 “意识形态竞争以及非传统安全合作等因

素将决定既有安全矛盾是否会走向冲突”.④ 因此,地区安全热点问题某种程

度上 “成为两国亚太安全竞争的催化剂”,⑤ 中美在亚太地区的战略竞争关系

因而被加强.也有学者认为,自由国际主义秩序没有提供美国理想状态的安

全,需要革新应对崛起国的战略竞争.⑥ 约翰米尔斯海默也认为,自由国

际主义在大国战略竞争时代是一种战略幻灭,必须考虑一个包含与中国进行

经济与安全竞争在内的现实主义新秩序.⑦ 此外,也有部分美国学者认为,
中美安全关系结构性矛盾不是决定性的,质疑 “单纯遏制中国的战略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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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学通、漆海霞:«中美竞争前景:假朋友而非新冷战»,载 «国际政治科学»２０１２第３期,
第３页.

姚云竹:«中美军事关系:从准同盟到竞争对手?»,载 «美国研究»２０１９年第２期,第２页.
张一飞:«改革开放以来中美关系 “压舱石”的演变进程、内在动力与未来走向»,载 «政

治经济评论»２０１９年第２期,第９２页.
李岩、达巍:«中美在亚太地区的安全矛盾:演变与逻辑»,载 «国际安全研究»２０２０年第２

期,第３页.
凌胜利:«中美亚太安全竞争:缘起、内涵与影响»,载 «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２０２０年第４

期,第１６５页.

CharlesLGlaser,“WhytheLiberalInternationalOrderConceptisMisguided”,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４３,No４,２０１９,pp５１Ｇ８７

JohnJMearsheimer,“BoundtoFail:TheRiseandFalloftheLiberalInternationalOrde”,

InternationalSecurity,Vol４３,No４,２０１９,pp７Ｇ５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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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美国的战略目标应是努力防止中国成为敌人,以遏制中国和平崛起”.①

整体而言,在两国安全关系驱动中美大国战略竞争上,国外学界零和博弈视角

居多,合作视角偏少,国内研究也主要立足于冲突视角,但更强调双方合作的

可能性.总之,在高度全球化时代对国际体系压力持续削弱的背景下,以核威

慑为基础的安全冲突不是两国大战略竞争关系管理的可行选项,传统安全领域

也并非零和博弈,临时性安全合作对提高两国政治互信的作用不可忽视.
(四)关于引发中美大国战略竞争关系的复合驱动说

就引发两国战略竞争关系复合动因的消极前景而言,王缉思和李侃如在

２０１２年预见中美经济与安全关系将出现失衡的风险,并在 «中美战略互疑»

一书中讨论双边在领导层面、社会交流与军事关系上存在较高程度的不信

任,将给中美关系发展留下深刻隐患.② 韩召颖通过对美国冷战后大战略设

计的研究表明,美国对华战略竞争具有复合动力,其 “大战略出现变革的首

要动力是国际权力格局的持续变迁,美国国内政治具体环境和在任总统本人

的个性特征”.③ 阎学通认为,冷战思维和数字思维将缔造数字时代的外交决

策,导致中美进行较长阶段的战略竞争,产生一种和平但很不安定的国际秩

序.④ 而回顾中美关系过去五十年的历程,美国历届政府的安全战略与对华

经贸政策制定存在明显的相关关系,两国安全关系的变化往往决定双边经贸

关系的发展,当前中美经济竞争不仅是美国经济民族主义的抬头,更具大国

战略竞争的属性.基于大国战略竞争关系驱动力的复杂性,吴心伯对中美战

略竞争持辩证观点,认为竞争是２１世纪国际体系变迁的主要动力,引发两

国战略竞争的本质为 “经济实力和社会治理能力之争,竞争性质和形态将对

中美两国关系的未来产生决定性影响,并在很大程度上推动国际政治经济变

化,界定新历史条件下的大国互动方式”.⑤ 董祚壮认为,美国在应对中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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仇华飞:«美国学者研究视角下的当代中美战略关系»,载 «中国社会科学评价»２０１９年第３
期,第１０２页.

王缉思、李侃如:«中美战略互疑:解析与应对»,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版,第３~
９８页.

参见韩召颖、黄钊龙:«目标设置、威胁界定与战略实践»,载 «当代亚太»２０１９年第５期,
第３０~６７页;王浩:«从自由国际主义到现实制度主义:国内政治与二战后美国大国竞争战略变迁

的逻辑»,载 «当代亚太»２０２１年第４期,第４~２７页.
阎学通:«数字时代初期的中美竞争»,载 «国际政治科学»２０２１年第１期,第２４页.
吴心伯:«论中美战略竞争»,载 «世界经济与政治»２０２０年第５期,第９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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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战上,除了在实力与安全层面,体系影响力竞争也是其大国战略竞争的核

心驱动力之一.① 而罗斯玛丽富特 (RosemaryFoot)认为, “经济相互依

赖曾被认为是中美关系的主要特征,并能够缓和中美安全等其他领域的紧张

态势,美方对中美经济—安全关联看法的转变是当前中美关系恶化的主要原

因之一”.② 这些研究表明,中美经济与安全联动的失衡让美国意识到中国带

来更为广泛的战略竞争,已主动采用经济、安全、法律等政策工具予以应

对.而作为中美博弈最为激烈的亚太地区,已深刻感受到经济—安全联动失

衡的负面溢出效应.③ 此外,就引发两国战略竞争关系复合动因的积极前景

而言,学界认为,应对驱动中美大国战略竞争的各类原因仍然有不同的化解

之道.王帆认为,“两国共同战略利益和经济相互依存、中国外交政策以及

其他各国力量的牵制,使中美仍有避免新冷战的可能”,④ 会 “形成一种以竞

争性共存为方向、新平衡的新战略”.⑤ 特别地,亨利  基辛格 (Henry
Kissinger)在多个场合提出中美应该共同演化 (coＧevolution)无疑具有重大

参考意义.⑥ 杨洁勉认为,作为现有国际秩序的 “修正者”,美国必须放弃

“冷战思维和改变把中国作为主要竞争者的对手意识,使两国在新形势下形

成新的有效互动模式”.⑦ 基于 “中美关系具有重要性、战略性和全局性,也

具有困难性、复杂性和反复性”,⑧ 在大国战略竞争阶段更需要辩证引导,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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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祚壮:«影响力制衡:主导国应对崛起国的关系性逻辑»,载 «世界经济与政治»２０２１年

第８期,第１０６页.
罗斯玛丽富特、艾米金:«评估中美关系的恶化:美国政府对经济—安全关联的看法»,

崔志楠译,载 «中国国际战略评论２０１９»(下)２０１９年第２期,第４４页.
参见 AveryGoldsteinandEdwardDMansfieldeds,TheNexusofEconomics,Security,

andInternationalRelationsinEastAsia,Stanford,CA:StanfordUniversityPress,２０１２,pp９Ｇ３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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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帆:«中美关系的未来:走向 “新冷战”抑或战略合作重启?»,载 «国际问题研究»２０２１
年第１期,第５５页.

王帆:«拜登政府的对华战略:竞争性共存与新平衡»,载 «和平与发展»２０２１年第４期,
第１页.

具体措施包括:一是加强磋商;二是把对常态性危机讨论提升为更全面的框架,消除紧张

状态背后的原因;三是建立 “太平洋共同体”.参见亨利基辛格:«论中国»,胡利平等译,中信出

版社２０１２年版,第５１５~５１７页.
杨洁勉:«中美外交互动模式的演变:经验、教训和前景»,载 «美国研究»２０１８年第４期,

第２２页.
倪世雄:«中美关系再出发:新的思考与展望»,载 «人民论坛学术前沿»２０１９年第２期,

第４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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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理解 “所谓中美修昔底德陷阱十分轻率和危险”,① 引发两国大国战略竞争

的复合原因与应对需要审慎思考.尽管中美战略竞争导致亚太地区普遍性选

择战略对冲,但美国与本地区其他大国联合制衡中国的可能性不高,② 中美

依然可以实现战略冲突管控,避免破坏性竞争,给世界局势稳定的希望.③

陆伯彬 (RobertRoss)也赞同中美不会走向新冷战,而是一种新型竞合关

系这一论点,④ 认为中美关系依然保持了较大延续性.⑤ 总之,大部分学者

认为,中美大国战略竞争关系和美苏冷战类比性不高,⑥ 因为 “以冷战期间

的意识形态对抗标准去衡量意识形态因素的影响,本身就设定一个极高门

槛”.⑦ 以上这些研究是从复合角度来看待中美战略竞争关系的演进与应对,
涵盖经济、政治和社会文化层面,强调两国关系在新形势下的特殊性与普遍

性,为本文建立整合性、演化性机制分析提供了重要参考.
(五)因果机制⑧

基于对既有丰富文献的研究,本文认为,当前中美大国战略竞争关系生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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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aoMinghao,“IsaNewColdWarInevitable? ChinesePerspectivesonUSＧChinaStrategic
Competition”,TheChineseJournalofInternationalPolitics,Vol１２,No３,２０１９,pp３７１Ｇ３９３

RobertRoss, “It’snotaColdWar:CompetitionandCooperationinUSＧChinaRelations”,

ChinaInternationalStrategyReview,Vol２,No２,２０２０,pp６３Ｇ７２
ZhaDaojiong, “ChinaＧUSRelationsunderTrump:MoreContinuitythanChange”,Asian

Perspective,Vol４１,No４,２０１７,pp７０１Ｇ７１５
尹继武认为,刻画中美战略竞争的概念需要存在一定区分度,对于冷战的特征要具体辨析,

注意历史与当下存在的共性与差异.参见 YinJiwu, “TheColdWarAnalogy’sMisrepresentationof
TheEssenceof USＧChinaStrategicCompetition”,ChinaInternationalStrategy Review,Vol２,

No２,２０２０,pp２５７Ｇ２６９.
节大磊:«意识形态与中美战略竞争»,载 «国际政治科学»２０２０年第２期,第１０５页.
本文对机制的理解借鉴了唐世平的定义:机制是在真实社会系统中,驱动变化或阻止变化

的真实过程,机制和因素的互动产生了社会系统的结果,社会科学需要将因素与机制相结合进行讨

论才更具解释力.赵鼎新认为,社会科学中机制有多种多样,存在宏观、中观与微观等不同层级,
本文发展了社会科学中宏观因果机制的定义,即是一个结合因素才能发挥作用的宏观机制,也是一

个微观的驱动力系统.当然,作者承认文章基于机制加因素的解释框架部分牺牲了机制论述与应对

措施的简约性.参见唐世平:«安全困境与族群冲突»,载 «国际政治科学»２０１３年第３期,第７~８
页;唐世平:«基于因果机制的案例选择方法»,载 «世界经济与政治»２０１９年第１０期,第２２~４０
页;赵鼎新:«论机制解释在社会学中的地位及其局限»,载 «社会学研究»２０２０年第２期,第１~
２０页;张长东:«社会科学中的因果机制:微观基础与过程追踪»,载 «清华公共管理评论»２０１８年

第１期,第１０~２１页.



论中美大国战略竞争关系何以生成与应对 □　

核心动力在于经济—安全关系联动的 “错位机制”.① 该因果机制的驱动是两国

以世界历史演进为背景变量、国内政治经济利益格局作为前置变量,随着时间

演进,两国关系中经济与安全作为两大核心变量持续联动,结合多个因素作为

干预变量,引发美国通过社会动员与国内政治机构为中介变量,对华进行经济

与安全的复合竞争,最终导致出现经济—安全联动错位螺旋失衡这一因变量;
即经济竞争加剧安全冲突,削弱政治互信,政治与安全逻辑试图压倒经济逻

辑,进入中长期风险主导的大国战略竞争阶段.一般而言,观察中美经济关系

的宏观指标包含双边经贸规模及其全球占比、双边经济结构互补与依存程度、
科技合作深度与广度等三大指标及其子指标.观察中美安全关系的宏观指标包

含共同战略利益的广度与深度、军事演习等常规合作规模、频率与战略互信沟

通渠道的数量等三大指标及其子指标.在当前中美经济—安全关系联动错位螺

旋的现实下,双边安全关系已经退至改革开放以来的最低点,美国政策界已经

锁定中国为头号安全战略竞争对手,共同战略利益接近消失,双方没有临时性

安全合作,环太平洋等双边和多边军事演习进入停摆,战略互信沟通渠道的作

用下降.经济上,贸易战随着特朗普政府下台出现一定程度的缓和,双边经贸

额度有所回升,并在２０２１年创下历史新高,② 双边经济总量维持全球占比最

高,③ 但双方在高科技等战略性经济领域存在精准定位的 “小院高墙”式博

弈,美国不顾经济规律排斥与中国在经济 (事实上也包含安全)上的复合相互

依赖,导致中美战略竞争关系的复杂性远高于历史上绝大部分大国之间关系的

复杂性.
此外,戴尔科普兰 (DaleCopeland)以 “贸易前景理论”对二战以前

的大国经济相互依赖与战争爆发进行定量与定性比较案例检验,结果发现,

—９６—

①

②

③

“错位”这一术语借鉴于生物学,当肌体出现错位的时候,人作为一个生物系统将出现异

常,从而损害人体的长期健康.中美经济—安全关系也类比于 DNA的两条螺旋链条,它们在过去保

持了长期较为脆弱的平衡,目前正在演化到一个 “不健康”的错位阶段,逆转此阶段也需要较长时

间.本文把 “经济—安全联动的错位螺旋机制”暂译为theMechanismofDislocatedSpiralinthe
EconomyＧSecurityNexus.

«我国前１１个月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超去年全年»,中国海关总署官网,２０２１年１２月８日,
http://wwwcustomsgovcn;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１１２３８１８４.

“WorldEconomicOutlook (２０２２)”,https://wwwimforg/en/Publications/WEO/Issues/
２０２２/０１/２５/worldＧeconomicＧoutlookＧupdateＧjanuaryＧ２０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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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战略竞争关系以战争结束争端为常态,证实了 “进攻性现实主义”① 时

代全球和平维系机制的匮乏.② 因此,基于世界政治学与国际政治的社会演

化范式,由中美关系与大国关系③的历史案例可搭建一个大国关系中经济—安

全联动错位机制生成的宏观框架,进行经济—安全联动错位机制的 “动态”类

型学推论,这有助于进一步理解中美关系中这一错位机制的普遍性与特殊性,
进而全面理解中美大国战略竞争关系的生成及应对路径 (见图１与表１).

图１　大国关系中 “经济—安全”联动错位机制生成的宏观框架

说明:粗线表示核心机制,次粗线表示愈发重要的辅助机制,细线表示辅助机制,
虚线表示长时间段具有重大影响的作用机制,但短期内不一定展现明显作用力,下文所
有机制均由此宏观框架产生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０７—

①

②

③

这一时代划分参考唐世平的界定,主要体现是１６４８至１９４５年,也包括史前时代.而杨光斌
认为,不能忽视近代资本主义力量塑造世界历史政治、经济与文化的深层动态性结构,造成了一个
颇具进攻性与危险性的帝国主义时代并影响至今.二者对世界历史演进的观察有异曲同工之处,参
见杨光斌:«世界政治理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２１年版,第４~６１页.

DaleCCopeland,EconomicInterdependenceand War,NewJersey: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２０１５,pp１６Ｇ３１４

本文对大国的界定参照宋伟的定义,即将大国划分为四类:争霸国、霸权国、潜在争霸国、
非霸权国.而同为超大规模的霸权国和争霸国的大国战略竞争关系更具全体系影响力,截至目前只

有美苏、中美两大案例.参见宋伟:«位置现实主义:一种外交政策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２１年

版,第１１~１３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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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从图１可以看出,在进攻性现实主义时代,大国关系经济—安全

联动错位机制导致的大国战略竞争往往引发战争,尤其是霸权国与争霸国的

战略竞争关系深刻塑造国际体系的变迁,因为大国战略竞争是推动国际体系

演化最重要力量,与一般的竞争或合作存在本质不同.换言之,近代以来,
大国基于愈发紧密但失衡的经济—安全联系进行社会动员,塑造针对战略竞

争的敌意,通过国内政治机构出台各类对抗政策加剧了战略竞争,在全区

域、全体系进行经济、安全 (政治)与文化 (意识形态)对抗,破坏力极

强,往往以体系战争结束阶段性大国战略竞争关系,将进攻性现实主义时代

推向顶峰.在世界政治转入防御性现实主义时代后,对抗烈度有所缓和,因

而大国战略竞争是一个保留基本内核又动态演化的概念,当大国战略竞争关

系生成时,世界需要高度重视对此关系的管理.
其次,图１所展示的是本文对世界政治学与国际政治的社会演化范式内

嵌式的理解与运用,宏观理论与完整事实之间总是存在一定差距,在运用时

需要一定技巧去融入事实.文章以中美关系过去五十年演进为核心案例进行

初步检验,挖掘宏观因果机制,虽然案例时间相对短暂,但中美关系也正是

在此前大国关系互动与世界政治长期演化的基础上发展至今.同时,与快照

式 (snapshot)静态研究取向不同,本文对中美关系的观察采用非线性的动

态时间观;① 不排除中美未来在某个时候爆发局部性冲突,甚至关系继续恶

化,但按照本文的研究推论,笔者考虑了中美关系之后更为可能的曲线性多

维共同演化阶段,这也是现实世界的约束与真正期待.本文试图实现一个整合

式大国战略竞争关系生成的政治经济学,以突破一些知识壁垒,融合有益的跨

视野角度.更广义而言,基于大国关系互动具有原子裂变式动能,本文的核心

机制可以拓展为大国经济—安全联动错位螺旋失衡———大国战略竞争———国际

体系 (世界政治)变迁的模式.概言之,本文注重过去、现在与未来的时空

性演进,以体现对世界政治学与国际政治的社会演化理论的应用.
再次,唐世平认为,由于现有社会科学研究基础范式的割裂导致人们艰

难面对多维演化世界的挑战,社会科学研究需要充分理解人类社会及其历史

是一个复杂系统,图１展示了在运用国际政治社会演化理论需要尽可能运用

社会科学所有的１１个基础范式 (物质主义与观念主义;个体主义与集体主

—１７—

① 本文对时间观的界定更接近于非线性的 “道家时间观”,但不是历史循环观.参见赵鼎新:
«时间、时间性与智慧:历史社会学的真谛»,载 «社会学评论»２０１９年第１期,第３~１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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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人性:A生物进化B 社会化C 反社会化;冲突与和谐、系统;社会

演化),① 而本文以中美大国战略竞争关系的演进作为核心案例进行初步的基

础范式综合.一是坚持物质本体优先,但重视越来越显著影响的观念作用,②

尊重观念作为社会科学三大客体之一的地位.二是赞同个体主义优先,但集

体主义在防御性现实主义时代的演进不可忽视,中美关系互动亦是如此.三

是赞同人性中社会化与反社会化并存,当前,国际规范社会化程度极高,但

近年来美国霸权护持系列行为就是反社会化的具体体现.四是坚持冲突范式

优先,但和谐范式仍然存在于中美关系.五是辩证看待中美关系是运用罗伯

特杰维斯 (RobertJervis)系统范式的初步尝试,理解中美互动关系中间

接/直接、延时/及时、无意/有意和可观察/不可观察的结果,而不仅仅是

只关注直接/立即/有意的结果.六是由于生物进化、地理等演化因素在短时

间内没有较大改变,不对此加以具体讨论,未来发生显著变动时,需要进一

步讨论.社会演化范式涵义也大于生物基因与文化共同演化的涵义,包括更

为复杂的事实.
最后,国际政治社会演化范式中最关键的机制是 “变异—选择—遗传”,

以此可观察大国关系中经济—安全联动错位螺旋的进程及其对国际体系变迁

的动态意义 (见图１).譬如,从经济—安全联动开始进入错位螺旋,大国关

系互动失衡对应 “变异”阶段,进行社会动员,塑造针对战略竞争国的敌

意,通过国内政治机构出台的各类政策加剧了战略竞争,对应 “选择”阶

段,再到错位机制生成与不生成,对应 “遗传”阶段,前者主要以大国战略

竞争推动国际体系循环演进,进入进攻性现实主义时代,后者主要以和平与

发展推动国际体系正向演进,进入防御性现实主义时代.

—２７—

①

②

TangShiping,“FoundationalParadigmsofSocialSciences”,Philosophyofthe Social
Sciences,Vol４３,No２,２０１１,pp２１１Ｇ２４９

秦亚青认为,文化作为背景知识对社会事务演变存在潜在、长期甚至重大作用,因而在防

御性现实主义时代文化作为强干预变量的正面与负面作用不可忽视,例如,警惕意识形态的负面作

用,强化中美社会人文交流、全球治理规范的正面作用,是中美关 系 的 “防 护 网”.参 见 Qin
Yaqing,ARelationalTheoryof WorldPolitics,New York:CambridgeUniversityPress,２０１８,

pp１Ｇ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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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时空背景下大国关系中 “经济—安全”联动错位机制生成的类型学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３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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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１可以看出,第一,在历史上,古代部分帝国之间也发生了经济与

安全双重对抗的事件 (如古希腊时期的伯罗奔尼撒战争、中国春秋战国时期

的诸国混战),① 整体上属于进攻性现实主义时代.但由于时空条件的不同,

其对抗程度与破坏力有限且在地理上未达到全体系层面.同时,由于政府控

制力的问题,经济在大国间安全对抗下也往往存在一定规模的联系;或者纯

粹安全对抗,但基本无经济合作,所以并非严格意义上经济—安全联动的错

位机制.

第二,中美关系在１９４９~１９７１年期间不属于错位机制,因为中国处于

不稳定的区域大国地位,双边经济关系完全脱钩,仅在意识形态与安全上

对抗.

第三,中日关系在１９４９年至今的演变中也出现了经济合作与安全对抗

现象,但中日经济脱钩尚未出现,保持相互依赖性,安全对抗程度受内外约

束.中日不是霸权国与争霸国的大国关系,并在整体上从属于中美关系,在

可见未来内是一个有限度的经济—安全联动错位机制.

第四,理解中美大国战略竞争关系的经济—安全联动错位机制的特殊性

与普遍性,关键在于国际政治的社会演化,只有基于一个防御性现实主义时

代 (１９４５年之后),本文的核心立论才能成立.就方法论而言,本文坚持在

时空背景的约束下进行案例选择,不同时代大国关系案例的比较意义存在差

异,鉴于学界对二战以前的大国关系案例已有丰富的研究,所以本文重点选

择防御性现实主义时代下更具比较意义的美英、美苏、美日、美欧作为辅助

案例 (表１),也间接反驳了 “修昔底德陷阱”“新冷战”等似是而非的概念.

第五,尽管下文着重讨论中国在中美大国战略竞争中经济与安全维度的必

要应对措施,但如前所述,本文对世界政治学与国际政治的社会演化理论的运

用是基于内嵌式理解,以经济—安全联动为主的分析结合了既有理性主义国关

理论的优秀成果,同时在应对措施上增添中美在文化维度的互动,是一个基于

国际政治的社会多维演化而推导的必要辅助机制,也试图实现社会科学中基础

—４７—

① 在不加特别说明的情况下,本文对安全与政治这两个术语定义存在高度重叠,安全合作是

政治互信的最高体现,政治收益是安全竞争的主要目的.安全竞争或合作必须服务于政治目的,否

则将扭曲整体国家利益,常常导致大国崛起失败;而政治目的收益往往离不开安全竞争的支撑,因

为 “枪杆子里出政权,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中外历史上,孙子、吴起、范蠡、孙膑、
考底利耶、马基雅维利、黎塞留、克劳塞维茨、俾斯麦等人均对此有过著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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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式的综合.全文理论运用、论证分析与政策建议并不矛盾,文化维度对缓解

大国战略竞争紧张程度非常有必要,这也是中美关系很大程度区别于美苏冷战

与进攻性现实主义时代大国关系案例的特殊性所在.

三、中美大国战略竞争关系生成的核心动力:
经济—安全联动错位机制的演变历程及启示

　　中美关系在过去五十年的演进上存在经济与安全两大支柱,但经济与安

全呈现错位式发展,前者的压舱石作用正在遭到美国动摇,后者除了冷战期

间对抗苏联的战略合作与临时性非传统安全合作之外,在当下尤为脆弱与敏

感.整体而言,中美经济—安全联动错位的螺旋失衡导致了大国战略竞争关

系的生成,具备特殊性与普遍性,历史进程表明,中美两国需要审慎、负责

任地管理大国战略竞争关系.
(一)安全合作为主导,推动经济合作的良性联动时期 (１９７２~１９８９)
中美关系正常化的直接动力是两国针对苏联体系压力形成的安全准联盟

关系,在亚太地区形成中美苏战略稳定大三角.① 历经尼克松—福特与卡特

政府的短暂波动,美国政府继续将苏联作为安全战略的主要对手,以 “里根

主义”积极倡导与苏联展开大国战略竞争,加快中美安全合作.面对一直困

扰中美关系大局的台湾问题,美国多次主动澄清美台关系的非官方性质,并

在对台军售问题上做出非实质性让步.② 中国方面也做出适当调整,双方在

共同安全利益考量下维持既有中美苏的大国战略稳定.③ １９８２年中美发布

«八一七公报»之后,美国宣布不追求 “两个中国政策与长期对台军售计

划”,④ 强调中美共同维护世界和亚太和平,反对侵略扩张,表明这一时期两

—５７—

①

②

③

④

WilliamThompson,KentaroSakuwaandPrashantSuhas:“StrategicRivalriesandDifferent
Typesof Antagonisms”,in Analyzing Strategic Rivalriesin World Politics,EvidenceＧBased
ApproachestoPeaceandConflictStudies (Volume４),Singapore:Springer,２０２２,pp２３Ｇ３２

HarryHarding,AFragileRelationship:TheUnitedStatesandChinasince１９７２,Washington,

DC:TheBrookingsInstitution,１９９２,p１０９
HenryKissinger,WorldOrder:ReflectionsontheCharacterofNationsandtheCourseof

History,Toronto:PenguinPress,２０１４,pp１３５Ｇ２２２
陶文钊、倪峰、袁征、刘得手、周永瑞:«当代中美关系研究 (１９７９~２００９)»,中国社会科

学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版,第１６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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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安全关系大致稳定.在政治互信基础建立后,安全关系对经济关系的合作

产生显著联动效应.１９７２年２月,两国领导人历史性会晤推动了双边经贸关

系正常化,１９７９年１月,邓小平领导代表团在访美期间与美国政府广泛磋

商,① “在平等、互利和互惠的基础上签订了一系列协定,囊括农业、环境、

科学等社会文化方面”.② 邓小平在战略层面高度重视中美关系,做出世界主

题是和平与发展的战略判断,③ 在 “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原则下加快吸

收先进技术以推动国内生产力发展.④ 中美正式建交后,美国国会于１９８０年

批准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双方经济关系密切发展也使两国社会以空前效率

加速融合,双向受益.⑤ 基于两国战略共识,同年 “中美联合经济委员会

(SinoＧUSJointEconomic１９８０Committee)也正式成立并举行首次会议,成

为协调两国经济关系的重要框架”.⑥ 综上,由于双边具有重大共同安全利

益,中国经济增长尚未触发美国战略界的警惕,中美经济结构高度互补,加

上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尚未对美国国内政治经济产生巨大的分化作用,第三方

因素也没有干扰中美关系的稳定大局;美国没有发起社会动员,没有针对中

国塑造战略竞争国的敌意,并努力避免国内政治机构对中美关系正常发展的

阻碍,双方均在此过程中同时满足战略、经济、社会文化交流与较高程度的

政治互信,⑦ 出现罕见的经济—安全联动蜜月期.
(二)经济合作为主导,调节安全冲突的良性联动期 (１９９３~２００８)
整体而言,这一阶段的经贸关系作为两国关系保持稳定的压舱石作用明

—６７—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RichardSolomon,“USＧPRCNegotiations,１９６７Ｇ１９８４:AnAnnotatedChronology”,re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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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１２页.

如这一时期美国对华高科技出口管制的松动与安全合作,参见黄琪轩:«大国战略竞争与美

国对华技术政策变迁»,载 «外交评论»２０２０年第３期,第１０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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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上升.随着苏联解体,中美两国共同面临的体系压力消失,双方安全矛盾

再度出现,加上中国国内改革遭遇瓶颈期,美国国内对华经济完全脱钩加战

略封锁的声音甚嚣尘上.以两国在中国主权问题上的管理为例,美国试图在

１９９５~１９９６年台海危机上挑战中国主权底线,但在中国充分显示维护主权的

战略决心后,美国迅速放弃试探,① 并提出具有强烈经济合作导向的对华政

策三原则:一是维持中国的安定和开放,二是支持中国融入国际社会,三是

寻求对华对话和接触.② 时任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和时任美国总统克林顿随

后实现互访,也一致表示两国合作的基础得到加强,以 «中美联合宣言»作

为面向２１世纪建设战略伙伴关系的起点,美国也延续了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末

对华政策大讨论的结论,即继续以接触政策为主,维持亚太地区秩序的中美

协调.③ 克林顿政府也表态,“不支持台独,不支持 ‘一中一台’、两个中国,
不支持台湾 (地区)加入任何必须由主权国家才能加入的国际组织”的 “三
不”承诺,④ 中美安全关系在这一阶段始终保持了战略克制与畅通机制的沟

通.⑤ 而小布什政府上台后发生２００１年４月的南海撞机事件,虽然事件处理

结果是美方进行道歉,中国归还美军迫降在海南的飞机,但两国敌对意向在

没有突破经济关系底线的情况下明显上升,⑥ 中美安全关系陷入冷战后低谷.
然而随着 “９１１”事件的爆发,作为一个偶发因素推动两国在打击恐怖主义

上实现良好的临时性非传统安全合作.随着中国２００１年１２月加入世贸组织,
经济对两国关系的调节作用加速凸显,两国成功共管 “台独”阴谋,安全关系

的稳定也为中美两国经济关系持续深入联系提供了较为温和的政治环境.⑦ 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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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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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９页.

SusanShirk,“AsiaＧPacificRegionalSecurity:BalanceofPowerorConcertofPowers?”,

InDavidALakeandPatrick Morganeds,RegionalOrders:BuildingSecurityinaNew World,

Philadelphia:PennsylvaniaStateUniversityPress,１９９７,pp２３Ｇ４５
«克林顿 政 府 承 诺 “三 不” 政 策»,人 民 网,１９９８ 年 ７ 月 １ 日,http://wwwpeople

comcn/９８０７/０１/current/newfiles/a１０６０html.

PeterRodman,PresidentialCommand:Power,Leadership,andtheMakingofForeign
PolicyfromRichardNixontoGeorgeWBush,NewYork:Knopf,２００９,pp８２Ｇ２８５

陶文钊等:«当代中美关系研究 (１９７９~２００９)»,第２００页.
美国认为中美可以相互成为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参见 RobertZoellick,“WhitherChina:

frommembershiptoresponsibility?”,NBRAnalysis,Vol１６,No４,２００５,p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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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是在美国 “参议院的法案稍微缓和,并赋予总统更大的自由权,总统可以

根据自己对于国家利益的评估决定取消制裁”这一措施出台后.① 在此基础

上,两国经济与安全合作得以进一步深化,并借助信息技术革命,将新自由

主义全球化推上史无前例的广度与深度,美国在此过程中的相对收益极高,
维持了单极时刻的体系霸权,中国自身也获得融入世界经济、谋求自身发展

的较大相对收益.② 总之,由于中国经济崛起尚未触发美国战略界的完全警

惕,中美经济结构进一步高度互补,临时性非传统安全合作顺畅,加上新自

由主义全球化对美国国内政治经济产生巨大的分化作用还没有完全体现出

来,第三方因素在整体上还没有干扰到中美关系的稳定大局,美国依然没有

发起社会动员,没有针对中国塑造战略竞争的敌意;并大致上避免了新保守

主义等政治势力通过国内政治机构阻碍双边关系正常发展,双方均在此阶段

继续同时满足战略、经济、社会文化交流与较高程度的政治互信,经济—安

全联动错位机制尚未正式生成,维持良性联动,避免了两国战略竞争关系的

提前到来.③

(三)经济调节作用下降、安全矛盾上升与大国战略竞争初步生成期

(２００９~２０１６)
在这一阶段,中美两国经济关系的结构性矛盾虽逐渐凸显,但仍保持大

致稳定,但安全关系矛盾再度显著,④ 经济—安全联动开始走向失衡.在奥

巴马政府第一任期内,中美两国共同应对金融危机这一非传统安全,利用二

十国集团等新兴多边组织深度参与全球治理.然而到第二任期,奥巴马政府

高度重视中美经济与安全竞争问题,加快用更为直接的方式介入亚太战略博

弈,引发部分美国学者对中美关系未来走向的担忧.⑤ 在经济上,奥巴马政

府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TPP)为亚太再平衡战略核心部分,推动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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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eberthalKenneth,“TheChinaＧUSRelationshipGoesGlobal”,CurrentHistory,Vol１０８,

No７１９,２００９,pp４３Ｇ４９
主要代表是基辛格博士等人,参见 HenryKissinger,OnChina,Toronto:PenguinPress,

２０１５,pp３３５Ｇ４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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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标准、政治排他性的 TPP谈判,并在其任内成功签署.这些经济准脱钩

行为给中美合作造成不稳定,经济议题安全化趋势明显,并被随后的特朗普

政府无限放大.在安全上,基于中国２０１０年正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

背景,美国在２０１４年版 «四年防务评估报告»宣称到２０２０年前,把百分之

六十的海空兵力部署在亚太以威慑中国.① 其战略界也在２０１５年前后再度发

起对华战略大讨论,认为美国不能坐视中国崛起取代美国的世界领导地位,

必须在安全上予以遏制.② 对美国而言,安全遏制与威慑见效很快,在中国

发展完备区域拒止与反介入能力 (A２/AD)的 “客观挑战”之前,必须确保

美国在亚太安全轴幅体系内的领导力.总之,奥巴马政府对此进行经济与安

全四个层面的霸权护持:一是在其８年任期内,亚太再平衡军事威慑顺利完

成,多国联合军演频频举行,并扩充新军事基地.二是在南海问题、东海问

题、朝核危机等热点上挑动局势,具有强势的政策工具.③ 三是在亚太的外

交联盟也成功建立,奥巴马自称是美国首位 “太平洋总统”,④ 并在２００９年

至２０１６年１１月期间共访问亚洲１１次.除重视和升级传统盟友关系 (２０１４
年４月美菲签署为期十年 «强化防务合作协议»)之外,美国加大对东南亚、

南亚各国的联系与投入.２００９年,美国加入 «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与传

统敌对国家越南、老挝,甚至缅甸进行非盟友伙伴国合作,⑤ 双边关系得到

实质性提升.２０１０年至２０１４年,美国与印尼、马来西亚和越南建立合作伙

伴关系,２０１５年将美印关系升级为战略合作伙伴关系.⑥ 四是在经济上更加

倚重亚太盟友和新兴市场,也是美国亚太战略中对中国进行安全施压的间接

体现.以上综合措施的出台标志着中美关系开始发生巨变.总之,由于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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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ctSheet:Advancingthe Rebalanceto Asiaandthe Pacific”,https://obamawhite
housearchivesgov/theＧpressＧoffice/２０１５/１１/１６/factＧsheetＧadvancingＧrebalanceＧasiaＧandＧpacific

王伟男:«美国 “重返亚太”战略的实施路径及其制约性因素»,载 «教学与研究»２０１３年

第１期,第３６页.
有关 战 略 规 划 文 件 参 见 http://nssarchiveus/nationalＧsecurityＧstrategyＧ２０１０/;http://

nssarchiveus/nationalＧsecurityＧstrategyＧ２０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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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崛起已经引起美国战略界的完全警惕,中美经济结构进一步高度互补的

同时,出现价值链地位攀升的矛盾,加上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对美国国内政治

经济产生巨大分化作用的加速凸显,第三方因素出现集体性干扰中美安全合

作与整体大局.美国开始围绕中国发起社会动员,针对中国塑造战略竞争国

的敌意,并放任国内政治机构阻碍中美关系正常发展,双方在此过程中不再

同时满足战略、经济、社会文化交流与较高程度的政治互信,经济—安全联

动关系错位机制初步形成,导致初步生成大国战略竞争关系.
(四) “经济—安全”联动关系错位机制正式生成与大国战略竞争期

(２０１７年至今)
如前所述,２０１５年前后,在美国相对衰落、 “视中国为主要战略竞争对

手”的背景下,① 美国战略界再次掀起对华政策大辩论.② 接触派、遏制派与

顺应合作派对中美关系正常化以来的接触政策以及中美竞合平衡关系能否持

续,进行反思与评估.③ 结果是大部分精英认为,中国政治与经济体制并没

有按照美国构想的方式演变,④ 由此认为接触政策失败.⑤ 美国战略界 “幻
灭与失望情绪强烈,要求示强的声音十分强烈”,⑥ 对华强硬成为主流声音,
“温和派的主张处于守势和劣势”,⑦ 敢于客观认知中美关系的学者相对偏

少.⑧ 顺应这一大辩论背景,特朗普政府认为,中美关系正在步入大国战略

竞争时代,⑨ 美国的世界领导地位正在遭遇崛起国 “威胁”.而特朗普政府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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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文钊:«美国对华政策真的形成共识了吗? ———基于当前对华政策辩论的分析»,载 «国

际关系研究»２０１９年第３期,第２１页.
傅高义、董云裳等人认为中国并非美国敌人,参见EzraVogelandSusanThornton,“China

isnotanEnemy”,TheWashingtonPost,July３,２０１９.
王浩:«联盟重组与美国对华战略演进的国内政治逻辑 (１９７８~２０１８)»,载 «美国问题研

究»２０１８年第２期,第５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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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初期中美建立的外交安全对话、全面经济对话、执法及网络安全对话、社

会和人文对话四个高级别对话机制,在２０１８年中美贸易摩擦以来都陷入停

摆状态,美方整体上进行更为激进的霸权护持,虽然现任拜登政府修正了特

朗普政府部分背离自由国际主义的措施,但对华大国战略竞争的烈度依然

不减.

在安全 上,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以 来,美 国 政 府 在 «国 家 安 全 战 略 报 告»
(２０１７)、«国防战略报告»(２０１８)、«核态势评估报告» (２０１８)与 «印太战

略报告»(２０１９)和国情咨文等多个关键文件中,将中国列为头号战略竞争

对手,特朗普政府锁定 “中国是美国逆全球化、经济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政

策的主要目标”.① 自奥巴马政府以来,美国国会围绕涉华议案的投票情况,

也支持了两党自２０１５年对华战略大讨论形成的共识,进一步加大了干涉中

国内政的力度.２０１７年１２月１８日,特朗普政府首份 «国家安全战略报告»

把中国定位为修正主义国家和最强战略竞争对手,② 是冷战结束以来对外国

地位的最严厉定性.２０１９年至今,美国多次破纪录批准对台军售,鼓励 “台
独”“港独”等势力联动,干涉新疆问题,使中美在亚太地区的安全与经济

竞争更为显性,其对华政策重新回归冷战初期的战略遏制与经济民族主义.

尽管亚太地区冷和平状态在短时间内不会改变,但局部军事冲突和恶性竞争

的可能性在逐渐加大,因为无论是基于进一步打开中国市场的 “相互依存

派”,还是始终在战略上对中国充满敌意的 “霸权护持派”,都不愿把美国全

球霸权利益让渡给任何国家.③ 而新冠肺炎疫情 (COVIDＧ１９)这一非传统安

全冲击也没有让中美两国实现深度合作,也未在一定程度上化解两国的矛

盾,反而成为美国对中国污名化的工具,加剧了两国社会间的对立.

在经济上,基于中美政治互信下降与长期安全竞争叙事建构的挑动,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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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itehousegov/wpＧcontent/uploads/２０１７/１２/NSSＧFinalＧ１２Ｇ１８Ｇ２０１７Ｇ０９０５Ｇ２pdf

ChasFreeman,Jr,“TheMessinUSＧChinaRelations”,https://chasfreemannet/theＧmessＧ
inＧuＧsＧchinarelations/;JeffreyBader,“USＧChinaRelations:IsItTimetoEndtheEngagement?”,

https://wwwbrookingsedu/wpＧcontent/uploads/２０１８/０９/FP_２０１８０９２５_us_china_relationspdf
JohnRavenhill,“EconomicsandSecurityintheAsiaＧPacificRegion”,ThePacificReview,

Vol２６,No１,２０１３,pp１Ｇ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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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作为一个富豪型民粹主义、非建制派总统,在两国经济关系上坚持脱

钩论.虽然 “全经济、全金融脱钩亦是美国不情愿看到的前景,而且并不具

备全面脱钩甚至重回冷战时期两个平行世界的基础和条件”,① 但美国单方面

界定 “两国各自的经济增长模式难以为继、全球经济失衡的总体格局难以为

继”,② 需要加以改变.２０１７年８月,美国对华发起 “３０１调查”,并在同年

１０月宣布中国的 “非市场经济”地位.２０１８年３月２２日,美国正式发起全

方位制衡中国的贸易战,以国内法为依据,对华进口商品征收数轮高额关

税,极力打压中国高端制造业,战略性压制 «中国制造２０２５»所规定的十大

高科技产业,把关税问题扩大到科技、金融、汇率与知识产权等领域.这一

系列举措的根源在于,中国经济发展摆脱依附式倾向触动了美国 “作为现有

国际分工主导者的既得利益”,③ 凸显其相对衰落.当前,拜登政府也基本延

续对华经济与安全打压战略,在价值观、价值链、供应链与安全上更具进攻

性与危险性.④ 此前双方经济结构高度互补导致中美国 (Chimerica)的形

成,⑤ 目前被美国 “采取政治手段、借助盟国的市场体系对中国的企业和市

场制度施加压力”,⑥ 进行强行脱钩,互补结构正被美国进行意识形态化与战

略竞争化.尽管两国实力差距仍然较大,但对中国在亚太地区经济—安全主

导地位的夸大认知,阻碍了中美经济合作的深入发展.⑦ 综上,美国战略界

已经充分动员,单方面否认中美经济结构的高度互补性,夸大中国经济在价

—２８—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付宇:«对当前中美 “脱钩论”的观察与思考»,载 «人民论坛学术前沿»２０２０年第７期,
第３３页.

王达:«论中美经济关系 “新范式”的意义、内涵与挑战»,载 «东北亚论坛»２０１９年第４
期,第３４页.

李滨:«中国摆脱依附式发展与中美贸易冲突根源»,载 «世界经济与政治»２０２０年第３期,
第２１页.

参见 “JointLeadersStatementon AUKUS”,https://wwwwhitehousegov/?s＝ AU
KUS,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Ｇroom/statementsＧreleases/２０２１/０９/２９/uＧsＧeuＧtradeＧandＧ
technologyＧcouncilＧinauguralＧjointＧstatement/;“JointStatementfromQuadLeaders”,https://www
whitehousegov/briefingＧroom/statementsＧreleases/２０２１/０９/２４/jointＧstatementＧfromＧquadＧleaders/.

NiallFerguson,“Team ‘Chimerica’”,TheWashingtonPost,Nov１７,２００８;CFredBergsten,
“A PartnershipofEquals,How Washington Should Respondto China’sEconomicChallenge”,

ForeignAffairs,July/August,２００８
王玉柱:«发展阶段、技术民族主义与全球化格局调整———兼论大国政治驱动的新区域主

义»,载 «世界经济与政治»２０２０年第１１期,第１４４页.

LiuFengandLiuRuonan,“China,theUnitedStates,andOrderTransitioninEastAsia:

AnEconomyＧSecurityNexusApproach”,ThePacificReview,Vol３２,No６,２０１９,pp９７２Ｇ９９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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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链地位攀升的矛盾,加上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对美国国内政治经济产生巨大

分化作用的完全凸显,第三方因素加剧集体性干扰中美关系的稳定大局,美

国系统性发起社会动员,针对中国进一步塑造战略竞争国的敌意,并进一步

放任国内政治机构对中美关系正常发展的阻碍,双方均在此过程中不满足战

略、经济、社会文化交流与政治互信,因此,两国经济—安全联动关系失衡

的错位螺旋机制,推动了大国战略竞争关系的正式生成.
(五)中美大国战略竞争关系生成的 “经济—安全”联动错位机制

上文以中美经济—安全关系联动为核心案例进行过程追踪,可以发掘双边关

系演进中的因素与机制,二者共同作用导致了中美经济—安全联动错位机制的生

成.同时借助宋伟界定的联盟关系中 “战略利益、实力关系与国内秩序兼容度”
三组变量进行广义性考察,① 发现当前中美安全关系在这三个变量上均发生重大

改变,导致了中美冷战期间安全上 “准联盟关系”的解体.② 尤其是近年来,中

美共同战略利益相对缺失、经济实力对比改变,对中国国内政治秩序的不满让美

国感受到霸权护持的必要性.与此同时,中美经济长期性的 “准联盟关系”也面

临巨大挑战.表２展现了过去五十年中美经济—安全关系联动的五种理想类型,
图３展现了驱动中美大国战略竞争关系生成的经济—安全关系联动错位机制.

表２　　　中美经济—安全关系联动理想类型 (１９７２年至今)

经济—安全关系联动模式 政策类型 对应时间

安全合作为主导,经济合作辅助 接触加防范 １９７２~１９８９

经济与安全均合作
理想状态

(短暂出现) １９９３~２００８

经济合作为主导 接触加遏制 ２００９~２０１６

经济与安全错位
关键领域

脱钩加遏制
２０１７年至今

经济与安全均深度合作
理想状态

(尚未出现)
经济、安全和文化多维共同演化的可能未来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３８—

①

②

宋伟: «联盟的维持与瓦解:理论分析与案例检验»,载 «世界经济与政治»２０１４年第１２
期,第３页.

关于准联盟理论研究参见孙德刚: «联而不盟:国际安全合作中的准联盟理论»,载 «外交

评论»２００７年第６期,第５９~６７页;孙德刚:«结盟外交与国际安全竞争中的 “三层博弈模式”»,
载 «国际论坛»２００８ 年第６ 期,第４１页;孙德刚: «论 “准联盟”战略»,载 «世界经济与政治»

２０１１年第２期,第５５~７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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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中美大国战略竞争关系生成的经济———安全联动错位机制

说明:线条粗细表示机制与因素作用力的强弱,虚线表示虽然目前中美经济与安全

关系联动的错位机制已经生成,但是可逆的,在强度上不如美苏等大国战略竞争激烈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图２更为清晰地展现了中美大国战略竞争关系生成的经济—安全联动关

系错位机制,区分了若干因素与核心机制作用的联系.在这一机制的驱动过

程中,物质力量对比变化具有本体论优先的动力,而意识形态等价值观念动

力随着时间推移而加剧变大,并且在过去五十年双边关系互动中,美国扮演

主要施动者角色.两国以全球冷战体系压力、新自由主义全球化高度复合依

赖时代为背景变量,国内政治经济利益格局作为前置变量,① 都对双方经济

与安全产生合作需求,形成经济与安全两大核心变量.在经济关系演进的逻

辑上,美国将中国纳入其主导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分工体系,中国实现美国

—４８—

① 对于大国而言,国际秩序始于国内,对外政策基于国内利益需求,更多表现为塑造国际体

系的自变量.参见黄琪轩:«国际秩序始于国内—领导国的国内经济秩序调整与国际经济秩序变迁»,
载 «国际政治科学»２０１８年第４期,第１~３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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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系下的经济崛起.在此前的经济关系演进中,高度互补的经济结构作为负

反馈数次化解了中美在意识形态与安全领域的局部冲突,但目前中国被美国

单方面认定为 “威胁”其全球经济霸主地位,经济关系从 “压舱石”变成

“导火索”,从而强化两国安全竞争.在安全关系演进的逻辑上,中美在深度

战略互信上始终存疑,但不妨碍两国以面对苏联的体系压力为初始起点,临

时性的非传统安全等因素作为负反馈缓和两国整体安全关系,并以不对称核

威慑保障双方无大规模直接军事冲突的战略底线.但在美国持续干涉中国内

政与周边领土争端问题、美国既有亚太同盟体系针对中国的战略遏制压力,
以及美国针对中国越来越凸出的意识形态敌对等因素的正反馈下,美国刻意

强调中国带来的体系压力,认定中国军事实力基于积极防御型战略的相对提

升是 “修正主义”,加速经济部分领域的脱钩.新冠肺炎疫情原本可以作为

临时性非传统安全合作的因素缓和两国关系,但事实恰恰相反,美国通过社

会动员与国内政治机构的 (由于美国是之前中美关系中权势主导方,社会动

员与国内政治机构主要是指美国)中介变量,从而在特朗普政府以来正式驱

动经济—安全联动关系的错位机制.即经济发展引发安全竞争,政治与安全

逻辑又试图压倒经济的螺旋失衡,导致两国进入中长期的大国战略竞争阶

段,已完整经历战略竞争舆论导向、战略竞争决策与战略竞争实践的过程

闭环.①

需要指出的是,中美经济—安全联动错位机制普遍存在于大国关系,但

特殊性在于,随着高度全球化带来的复杂系统效应,中美面临与美苏冷战时

期不同的体系压力环境,中国具有非零和战略思维的传统,也拥有欧洲与日

本不完全具备的战略创新、战略威慑与战略自主力;② 美国进行经济完全脱

钩与安全战略竞争的成本—收益将会失衡,加上中美此前经历过长阶段的合

作关系,意味着这一错位机制的可逆转性可能更高,当前阶段的战略竞争更

有可能为下一阶段中美关系的多维演进做基础.

—５８—

①

②

刘胜湘、陈飞羽:«大国竞争关系生成与传导机制论析———兼论美苏冷战与中美战略竞争的

比较»,载 «当代亚太»２０２１年第５期,第１９页.
中国政府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选择、深化体制机制创新与战略自主规划能力上均具

有比较优势,在疫情下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些优势将进一步放大,从而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

更大贡献.«习近平:在庆祝改革开放４０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国政府网,２０１８年１２月１８日,

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leaders/２０１８Ｇ１２/１８/c_１１２３８７１８５４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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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中美大国战略竞争关系生成的 “经济—安全”联动错位机制的历

史启示

启示１:当中美经济关系处于良性互补时,经济关系有利于安全关系的

缓和

如前所述,由于经济紧密互补联系,中美双方在共同利益的基础上,成

功克服第三次台海危机、最惠国待遇与人权挂钩问题和南海撞机事件等,并

在多个领域达成合作共识,促进双边关系的共赢.尤其是小布什政府时期的

中美安全关系合作与奥巴马政府时期的中美共同克服金融危机,证明了两国

间经济—安全的良性联动.即便在现任的拜登政府,中美经济关系仍然存在

巨大的合作空间,中国已经宣布进行全面深化改革与推动国内国外双循环的

决心,相关体制改革使对外合作的平台更为宽阔,① 美国政府可在摒除意识

形态偏见与经济问题泛安全化的前提下,与中国进行新阶段的互补性竞合关

系,从而缓解双边关系的持续性紧张.
启示２:当中美经济关系存在地位攀升的矛盾时,经济关系矛盾强化安

全关系竞争

中美在经济上供应链、产业链与价值链地位的客观矛盾,是奥巴马政府

的 “重返亚太战略”与特朗普政府的 “印太战略”的根本推动力.近年来,
“国际环境的变化以及美国经济收益衡量方式由注重绝对收益转为注重相对

收益”加剧了中美安全竞争,② 加上美国政治经济精英对华的主观偏见认知、
军工复合体等保守利益集团的政策诉求及其国内政治经济极化的困境,共同

推动了美国对华安全政策从防范转向遏制,这需要中美在下一阶段的经济竞

合关系的管理上特别重视.
启示３:当中美 “经济—安全”联动关系进入错位机制时,第三方因素

作为干预变量会放大双边关系的错位

自２０１２年以来,面对中国在亚太地区崛起的压力,美国加剧了在台湾

(地区)、钓鱼岛、南海问题 (２０１６年南海非法仲裁案)方面针对中国的博

弈,这些中国周边领土争端问题的集中性爆发,既不是中国主动发起的修正主

—６８—

①

②

«习近平在第三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 (全文)»,新华网,２０２１年１１
月４日,https://wwwciieorg/zbh/cn/１９news/leader/xnews/２０２１１１０４/３０４２６html.

陈定定:«“压舱石”到 “导火索”:中美经贸关系分析»,载 «国际政治科学»２０１９年第４
期,第５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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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行为,也主要不是由本地区国家主动挑动的,其背后都有美国利用主权问题

以迟缓中国崛起的战略目的,这些都加剧了中美双边关系的错位失衡.美国习

惯性利用西藏、新疆和香港等问题对中国政府进行污名化,以社会动员挑动对

中国的敌意,通过国内政治机构出台各类政策试图干涉中国内政,阻碍中国社

会的繁荣与稳定.尤其是自２０１９年年底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美国在疫情

溯源与抗疫成果上对中国进行进攻性更强的污名化,以达到国内多重治理问题

归因外部之目的,从而加剧了两国社会情绪的对立.① 此外,在中美战略竞争

背景下,印度、欧洲等重要第三方行为体会对中美双边关系与中国外部战略环

境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② 对此,中国需要审慎对待周边外交压力,美国需

要稳定的联盟管理,以防止中美经济—安全联动错位关系进一步失衡.
启示４:当前中美 “经济—安全”关系错位机制可以逆转,但过程漫长,

正确引导信号沟通等非物质力量可以较大程度缓解错位困境

无论在经济还是安全上,美国与中国的全面对抗难以独自支撑,也得不

到如冷战时期盟友的强力支持,对华共识在力度与持续度上可能均不及针对

苏联的冷战共识.③ 美国对华政策的最大悖论是在国内政治经济联盟对等极

化的背景下,其 “中下阶层的民众之所以反对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重要原

因是其工作被转移了,而推动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正是美国跨国公司”.④ 这

些基本事实表明,当 “中美战略竞争进入多议题联动和多平台爆发时,如何

管控战略竞争与传递中国战略决心面临新的挑战”,⑤ 由此,在拜登政府的中

美关系互动中,“改进理性主义和错误知觉理论关于私有信息引发冲突的逻

辑”十分必要.⑥ 例如,２０２１年９月２５日孟晚舟女士顺利回国、２０２１年１０

—７８—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Most Americans Have Cold ViewsofChina”,https://wwwpewresearchorg/global/

２０２１/０６/３０/mostＧamericansＧhaveＧcoldＧviewsＧofＧchinaＧheresＧwhatＧtheyＧthinkＧaboutＧchinaＧinＧtheirＧownＧ
words/

曹玮:«中美战略竞争下的战略第三方选择:基于海量事件数据的中美印、中美俄、中美欧

VAR模型分析»,载 «当代亚太»２０２１年第５期,第７４页.
刁大明:«美国对华战略的 “全政府”方式:概念、逻辑与现实»,载 «当代美国评论»

２０２１年第２期,第２１~４１页.
钟飞腾:«超越霸权之争:中美贸易战的政治经济学逻辑»,载 «外交评论»２０１８年第６期,

第２１页.
尹继武:«中国在中美经贸摩擦中的战略决心信号表达»,载 «外交评论»２０２０年第５期,

第２３页.
尹继武:«私有信息、外交沟通与中美危机升级»,载 «世界经济与政治»２０２０年第８期,

第７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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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以来中美高层恢复部分领域对话,这些都展示了中美关系可能阶段性缓和

的信号.同时,中国可以借鉴冷战结束初期针对克林顿政府 “释疑外交”的

有益经验,① 坚持只有在主权等底线问题上的信号充分传递,才会让美国真

正尊重中国核心利益的原则,“尤其是在战略冲突和威慑领域,国家需要向

对方传递准确的信号以形成可信的战略承诺”.② 这也需要中国推行积极防御

战略的同时,始终保持战略耐心,对美进行有效的战略互信信号的沟通,并

进一步提高战略威慑的可信度才能实现.
启示５:两国战略互信可以缓和双边关系的矛盾,取决于两国政治力量

的引导

中美关系的演进历程表明,应充分认识到领导人外交对双边关系定位的

重要性,两国政治力量的正向引导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缓解双边关系的误解与

矛盾.两国时任领导人江泽民主席和克林顿总统积极互动推动中美关系的稳

定发展,习近平主席与时任奥巴马总统非正式会晤推动了两国建设新型大国

关系的愿景.２０２１年１１月１６日的中美元首视频会晤提出了新时期中美关系

“相互尊重、和平共处与合作共赢”的三大原则,③ 这些都在各个时期引导中

美关系稳定与发展的大局.④

四、应对中美大国战略竞争:
历史启示与迈向经济、安全与文化的多维共同演化

　　 (一)大国关系中 “经济—安全”联动错位机制的比较案例启示

尽管时空背景等变量存在不同,但从方法论来看,美英、美苏、美欧、

—８８—

①

②

③

④

释疑国通过言行一致、不可逆转甚至公开可见的行为方式,做有说服力的合作承诺,以打

消对象国的疑虑,从而有效避免对象国决策者的认知偏差,并在此基础上动员足够多的对象国国内

政治力量的支持,进而说服决策者执行合作.参见刘舒天: «战略释疑与克林顿的对华政策转向»,
载 «国际政治科学»２０２１年第１期,第１２０~１２５页.

左希迎:«威胁评估与美国大战略的转型»,载 «当代亚太»２０１８年第４期,第１０页.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拜登举行视频会晤»,中国政府网,２０２１年１１月１６日,http://www

govcn/xinwen/２０２１Ｇ１１/１６/content_５６５１２３２htm.
此观点特别感谢吴心伯教授、沈逸教授的有益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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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日四组大国关系的互动进程①在防御性现实主义时代的初始条件类似 (核
武器的安全革命、全球经济联系程度高、国际规范高度演进等),内在因果

机制相似,但由于诸因素作为干预变量的正负反馈的驱动力不同,可以构成

正面、负面与半负面案例.尤其是机制过程进行到一半的 “半负面”案例,
可以 “清晰地展现因素、机制与结果之间的关系,从而可以更有力地论证机

制的作用”.② 本节基于上文的大国关系中 “经济—安全”联动错位机制生成

的宏观框架与类型学,通过对上述四组大国关系的考察,证明了经济—安全

联动错位机制的广泛存在,结合中美关系的演进与吸取这些案例的历史启

示,有利于为应对中美大国战略竞争提供对策性思考.

１美英关系 (１９１４年至今)
两国作为大国关系中经济—安全联动关系错位机制生成的负面案例,并

没有经历实质性长期的战略竞争与经济脱钩.美国独立后,两国从此前短期

的对立竞争关系中和解,逐渐转变成稳固的联盟关系.其主要原因在于,美

国基于优越的地理禀赋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享受罕见的体系庇护优势,③

即挑战英国霸权的其他崛起国 (俄国、德国、法国、意大利和日本)掩盖了

美英作为崛起国 (潜在霸权国、争霸国)与守成国 (霸权国)的矛盾.④ 在

时空条件发生巨变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英形成特殊关系, “衰弱的英国

和兴起的美国为了各自的利益而加强双边合作,则是美英特殊关系得以形成

的客观条件”.⑤ 整体而言,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正式确立特殊盟友关系后,
双方战略利益契合度、实力关系对比与国内秩序兼容度高度一致,经过大致

三个阶段的起伏,一是深度合作期:从二战期间丘吉尔政府到２０世纪５０年

代中期;二是后殖民时代短暂矛盾期:从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中期到７０年代末

期;三是再调整的高度弥合期:从撒切尔夫人时期至今.英美关系在面对其

—９８—

①

②

③

④

⑤

需要强调的是,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美国与盟友的关系也处在不断演进中.
例如,２０２１年９月１５日,美英澳成立三边安全机制 (AUKUS),对美日、美法同盟造成冲击,至于

这些大国关系的互动如何进一步演变,基于文章篇幅所限,需另文研究.
周亦奇、唐世平:«“半负面案例比较法”与机制辨别»,载 «世界经济与政治»２０１８年第１２

期,第３２页.
高程、王震: «大国崛起模式与中国的策略选:基于大国崛起历史进程的比较分析»,载

«世界经济与政治»２０２０年第１２期,第２３页.
宋伟:«位置现实主义:一种外交政策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２１年版,第１７１~２３０页.
程宏亮:«美英特殊关系的形成条件分析及对两国的影响»,载 «理论界»２００９年第４期,

第２０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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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崛起国体系压力、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共同利益等多个领域出现负反馈,既有

联盟体系、非传统安全合作与深度身份认同等第三方因素的巨大合作利益,导

致两国安全完全合作,错位机制始终没有正式生成,从而维持了两国经济—安

全良性联动并且持续至今,一定程度推进了国际体系的正向演进 (见图３).

图３　 美英经济与安全关系良性联动的动力机制 (１９１４年至今)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２美苏关系 (１９４５~１９９１)
在借鉴学界丰富的美苏冷战研究基础上,本文认为,美苏关系是经济—

安全联动完全错位机制生成的正面案例,也造成了国际体系长达数十年的紧

张.１９４６年,乔治凯南 (GeorgeKennan)认为,美苏关系决裂可行性主

要理由之一就是两国 “利害关系微乎其微”,①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两国联盟关

系中的战略利益、实力关系与国内秩序兼容度均发生巨大转变,经济合作被

—０９—

① GeorgeKennan,“TheLongTelegram”,http://wwwntanetnet/KENNAN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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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化,始终无法深度推行.① 尽管经济关系是美苏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但由于两国在政治制度、安全和意识形态等领域出现全球性对立,双边经济

关系的发展往往受到政治 (安全)关系的制约,② 经济领域的完全脱钩加剧

安全竞争是美苏冷战主要驱动力,③ 美国与苏联经济关系在冷战初期、缓和

时期与苏联入侵阿富汗时期均充斥制裁、遏制与封锁.④ 冷战史研究表明,
“美苏双方的经济始终得不到正常发展,对外贸易往往成为双方斗争的一种

武器而不是促进双方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手段”,⑤ 长期保持经济遏制与政

治施压挂钩.⑥ 此外,苏联一度繁荣的经济发展也始终遭到美国在安全上的

警惕与制衡,这也是美苏关系乃至当下美俄关系始终无法得到真正和解的根

本原因之一.⑦ 总之,在美苏经济—安全联动失衡的关系上,双方在经济发

展、两大阵营对抗等多个领域实现了正反馈,始终保持高度战略互疑.意识

形态敌对等因素作为强干预变量恶化了双边关系,核安全与少量非传统安全

合作等因素对缓和双边关系的效用有限,并通过充分社会动员,塑造双边战

略竞争的敌意,通过双方国内政治机构出台各类战略对抗政策,进行军备竞

赛,在全球范围内全体系对抗.两国经济—安全关系联动的错位机制导致了

冷战的兴起与美苏大国战略竞争的持久进行,最终以苏联解体和平结束阶段

性大国关系,作为防御性现实主义时代第一个大国关系的经济—安全联动错

位机制的案例,推动了国际体系正向演进 (见图４).

—１９—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MichaelMastanduno,“TradeasaStrategicWeapon:AmericanandAllianceExportControl
PolicyintheEarlyPostwarPeriod”,InternationalOrganization,Vol４２,Issue１,１９８８,p１２５

崔海智:«战后苏美经济合作尝试的失败———兼论经济冷战的起源»,载 «世界历史»２０１１
年第１期,第２８页.

沈志华:«美苏冷战起源的经济因素»,载 «当代中国与世界»２０２１年第１期,第１０７页.

RichardNCooper,“EconomicAspectsoftheColdWar,１９６２Ｇ１９７５”,inMelvynPLeffler
andOddArne Westadeds,TheCambridgeHistoryoftheCold War (VollumeⅡ ),Crisesand
Détente,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２０１１,p６４

白建才:«卡特时期美苏经济关系探析»,载 «陕西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１９９９
年第１期,第１２６页.

David WHunter,Western Trade Pressure onthe Soviet Union:AnInterdependence
PerspectiveonSanctions,London:MacmillanPalgrave,１９９１,pp２６Ｇ３０

唐世平:«和解与无政府状态的再造»,载 «国际政治科学»２０１２年第１期,第６１~１０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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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美苏大国战略竞争关系生成的经济—安全联动完全错位机制 (１９４５~１９９１)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３美欧与美日关系 (１９４５年至今)
美欧关系与美日大国关系是经济—安全关系联动错位机制生成的半负面案

例,即这两组关系出现过经济与安全联动错位机制的可能,但这一过程后来被

互动双方中止.冷战初期,西欧战后复兴的经济和安全需求与美国经济扩张、
制衡苏联的战略需求合流,以１９４９年北约组织成立为标志,美国和西欧正式

结成大西洋联盟 (Atlanticalliance),同时期建立亚太双边同盟体系,第二次世

界大战后美欧、美日关系的总体局面由此奠定.整体而言,美欧关系、美日关

系在双方战略利益契合度、实力关系对比与国内秩序兼容度高度一致,大国关

系稳固历经数次短暂波动但持续至今.美国作为域外国家,享有对欧洲和日本

的安全霸权,但并不完全拥有经济上的霸权,由于美国和日本、欧洲的经济体

系相对独立,不存在垂直的分工安排,甚至还存在激烈的贸易竞争.① 但 “对

—２９—

① 肖河、潘蓉:«大国竞争视角下的日美贸易冲对 “广场协议叙事”的再审视»,载 «国际经

济评论»２０２０年第４期,第９８~１１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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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中小规模经济体而言,即便在相关领域拥有较强的技术竞争力,但因其经

济体量的局限仍只能成为大国主导的产业体系中的一环,而难以对大国构成

经济或政治层面的安全冲击”.① 例如,２０世纪８０年代,美国利用自身在国

际体系的超强实力与对日本政局的特殊影响,以转移国内经济矛盾为主导动

机,针对日本设计了 «广场协定»,② 两国签订协议后 “仅仅几年,地位和命

运就发生了重大转折”,③ 加上双方在意识形态与安全等战略利益上高度契

合,极大地缓解了经济矛盾,寻求新的经济合作空间.总之,美日经济 “紧
张与缓和既对安全关系构成重大影响,又受制于安全关系的大框架”.④ 由于

“强化美安全同盟是抑制经济摩擦的有效手段之一”,⑤ 双边经济摩擦始终存

在限度,度过冷战结束对两国联盟关系的挑战,⑥ 并且有了建构主义所言的

共同身份认同,⑦ 这一类似的进程也发生在冷战后的美欧关系上,维护了双

边经济—安全良性互动关系的韧性.⑧ 综上,在美欧、美日经济—安全联动

关系上,双方在面对崛起国体系压力、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共同利益等多个领

域出现负反馈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美欧、美日作为全球发达经济体的利益

高度一致,但美欧、美日在新自由主义全球化进程上的利益分歧在近年来有

加大趋势,在未来可能以正反馈作用影响其双边关系),既有联盟体系、非

传统安全合作与文化认同等第三方因素的巨大合作利益导致安全完全合作,
并对经济竞争关系进行缓和,其防务独立等因素的弱负面作用不构成双边关

—３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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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玉柱:«发展阶段、技术民族主义与全球化格局调整———兼论大国政治驱动的新区域主

义»,第１４９页.

CFredBergstenandRussellAGreen,“Overview”,inCFredBergstenandRusselGreen
eds,InternationalMonetaryCooperation:LessonsfromthePlaza Accord AfterThirty Years,

WashingtonDC:PetersonInstituteforInternationalEconomics,２０１６,p４
徐康宁:«正确鉴史而知兴替:“广场协议”的真实影响与教训»,载 «国际经济评论»２０２０

年第６期,第１１８页.
迈克尔 格林、帕特里克 克罗宁主编: «美日同盟:过去、现在与将来»,华宏勋等译,

新华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第２７８页.
田凯:«论日美经济摩擦与安全同盟的互动»,载 «复旦国际关系评论»２０２０年第２４缉,第

２３１页.
朱文莉:«竞争性的相互依存:冷战终结前后的美日关系»,载 «美国研究»１９９４年第２期,

第５３~７０页.
牟伦海:«想象的同盟:战后美日同盟的文化起源探析»,载 «日本学刊»２０２０年第６期,

第１２６~１５３页.
参见张业亮:«冷战后的美欧安全与防务关系»,载 «美国研究»２００２年第４期,第１２６~

１５５页;赵怀普:«欧美学界美欧关系研究述评»,载 «美国研究»２００９年第３期,第１２７~１４０页.



　□ 当代亚太　

系的挑战,错位机制进行到一半而没有正式生成,从而维持了双边经济与安

全良性联动并且持续至今,一定程度推进了国际体系正向演进 (见图５).

图５　美欧、美日经济与安全良性互动关系的动力机制 (１９４５年至今)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二)应对中美经济—安全联动关系错位的大国战略竞争

基于以上比较案例的经验与中美关系自身演进的历史启示,美国需要避

免在应对崛起国时出现规避风险与承担风险的战略失衡,① 中国需要继续弹

性塑造和平崛起的战略窗口期,② 两国对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共同的责任,
而整体上如何应对二者经济—安全联动关系错位导致的战略竞争关系,从而

迈向经济、安全与文化多维演化的未来可从以下三点出发.

—４９—

①

②

RandallSchweller,“ManagingtheRiseofGreatPowers:HistoryandTheory”,inAlastair
IainJohnstonandRobertRosseds,EngagingChina:TheManagementofanEmergingPower,

NewYork:Routledge,１９９９,pp７Ｇ８
秦立志:«窗口预期与崛起国应对战略透支风险的启示»,载 «世界经济与政治»２０２１年第

１１期,第９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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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中美经济合作的展望

一是推进两国产业结构深化互补.即便是在特朗普政府时期,美国发起

贸易战在其国内也存在大量异议,美国对建立敌对中国的国际联盟也感到困

难重重,① 客观上两国在产业结构上依旧存在高度互补性.首先,就产业结

构而言,美国经济高度金融化压缩实体经济发展,导致其依赖外部市场消费

品进口,其巨额贸易逆差源自自身经济结构的内因.② 即便是现任拜登政府

已经开始着手打造西方主导的排他性价值链、产业链和供应链联盟,单凭中

国 “庞大的经济体量、市场规模以及在全球供应链网络中的枢纽地位在全球

制造业与全球市场中扮演着关键角色”③,就具备不可替代性.其次,就产业

分布与地理分布而言,至少在农业 (大豆)、能源业、高端制造业 (包含半

导体、计算机与汽车等)等行业、东北部大西洋沿岸和太平洋沿岸的金融业

与高科技产业,以及南部能源与航空基地的得克萨斯州,美国都遭遇了反对

贸易战的强劲反弹.④ ２０２１年１１月１３日,美中贸易委员会联合２４个产业组

织向拜登政府施压,尽管认为中美经济结构性矛盾存在,但强调扩大对中国

的豁免进口关税项目,因为仅在２０２０年,每个美国家庭已经为此付出平均

额外１３００美元的代价,⑤ 这表明,美国政府对金融与农业利益集团的补偿与

安抚面临限度.美国实际上也无法承受与中国经济完全脱钩的代价,东北部

金融集团,尤其是西部沿海高科技集团都不能完全失去中国这一不可替代的

市场.美国对华贸易逆差也没有因为贸易战缩小,也无法改变在货物贸易上

对国外的高度依赖,贸易赤字重新开始上扬.最后,两国下一阶段经济合作

可以借鉴特斯拉模式,即华尔街资本、硅谷技术、中国市场与上海制造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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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ReviewoftheFY２０２１StateDepartmentBudgetRequest”,USSenateCommitteeon
Foreign Relations,July ３０,２０２０,https://wwwforeignsenategov/hearings/reviewＧofＧtheＧfyＧ
２０２１ＧstateＧdepartmentＧbudgetＧrequestＧ０７３０２０

且从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和金融资本对外投资三者来看,美国在服务贸易、对外投资获取

利润上都处于绝对优势地位,参见蔡万焕: «经济金融化视角下的美国经济结构与中美经贸摩擦»,
载 «教学与研究»２０１９年第１１期,第５１页.

陈若鸿:«从效率优先到安全优先:美国关键产品全球供应链政策的转变»,载 «国际论坛»

２０２１年第５期,第１３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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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achResolution withChina”,June１３,２０１９,https://tariffshurtcom/news/６６１ＧusＧcompaniesＧ
andＧurgeＧadministrationＧtoＧavoidＧtariffＧescalationＧreachＧresolutionＧwithＧchina

“IndustryLetteron USＧChinaTradeandCommercialRelations”,https://wwwuschina
org/advocacy/regulatoryＧcommentsＧonＧchina/industryＧletterＧusＧchinaＧtradeＧandＧcommercialＧrel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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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新模式,以进一步推动中美两国的经济合作.① 因为两国均无法在全产业

链上独立于世界,完全脱钩对两国前景并不乐观,相反还有很多合作领域,

２０２１年以来美国也对此提出中美经贸 “再挂钩”设想 (recouping).② 此前,
由于政治互信程度不够等主观性扭曲认知导致了合作的停滞,中美需要将经

济合作再度去意识形态化和泛安全化,促进经济—安全再度良性联动的大

局,以避免经济完全脱钩的大国战略竞争关系.
二是推动第三方市场与安全合作.西方舆论界与政界倾向于对中国在第

三世界的耕耘污名化为 “新殖民主义”,但实际上,中美两国在这些第三方

市场上仍然存在合作空间.例如,拉美地区的发展需求巨大,两国在开发性

金融和地区发展上可以采取合作;③ 亚太地区秩序存在单极多极并存的复合

格局,也突出两国在第三方经济合作的重要性,有助于确保 “一带一路”倡

议的高质量建设.④ 事实证明,美国 “试图推动中美脱钩甚至搞所谓新冷战,
严重破坏中美关系,严重损害两国人民根本利益,违背当今时代潮流”.⑤ 此

外,中东地区的能源合作和非洲地区的原材料开发利用也存在双赢机会,中

美在 “在亚非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能源开发以及电力设备等产业中

打造了一系列重要合作项目,不仅推动了中美企业比较优势的互补发展,还

有效对接了第三方市场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需求”.⑥ 同样在第三方安全合作

上,“中国应积极参与和创建地区安全机制,并建立各种 ‘中美＋X’三边机

制,以使双方及第三方保持信息同步沟通,避免误判”,⑦ 克服多重合作挑

战,⑧ 促进中美关系大局的稳定.此外,中美关系也不是国际关系的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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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蕴岭:«转变中的亚太区域关系与机制»,载 «外交评论»２０１８年第３期,第６~１１页.
«杨洁篪在同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举行视频对话时的讲话»,中国政府网,２０２１年２月２日,

http://wwwchinaqwcom/yw/２０２１/０２Ｇ０２/２８４９３１shtml.
吴崇伯: «中美第三方市场合作的实践、挑战与展望»,载 «国际观察»２０２１年第３期,

第４４页.
王俊生:«中美何以能和平共处?»,载 «国际展望»２０１６年第２期,第１３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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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仍然需要以 “围棋战略思维”寻求侧面突破,① 坚持发展与俄罗斯、欧

盟等大国关系,② 发展与国际组织、周边外交的关系和开展与发展中国家关

系良性互动的整体性思维.高度全球化时代演化的复杂系统效应之一,就是

尽管冲突范式在本体论上具有优先性,但多次博弈背景的世界最终是和谐共

生的,中美大国战略竞争关系不仅仅是两国的议题,而是全球 “一荣俱荣、
一损俱损的命运共同体”.③ 在防御性现实主义时代,中美可以针对多个领域

实现类似生物学上的 “美美与共的趋同进化”.
三是以包容性制度改革完善全球经济治理.虽然近年来中国在全球经济

治理上推行了一些平行制度,④ 但中国始终支持多边主义和基于公平互惠的

经济合作,历史启示表明,大国战略竞争关系内嵌在更包容的政治、经济与

安全架构下,彼此更容易和平共处.⑤ 现有部分国际制度在较大程度上没有

反映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中国寻求包容性改良,目的是更好地维护以联合国

宪章为基础的国际体系而非修正主义,促进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与各国一道

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始终是中国对外政策的崇高理想.面对近年来部分国家

对国际规范的反社会化趋势,中美需要以包容性制度改革完善全球经济治

理,解决疫情下全球经济发展与粮食安全治理等重大经济民生问题,共同推

进国际体系的正向演化.

２真正开始的领域:中美双边安全合作

尽管近年来美国对华安全关系屡次触碰中国红线,但中美在地理毗连上

没有古典现实主义式安全对抗,中国也没有试图扩大与加深与美国在安全领

域的对抗.中国始终保持战略克制,并树立清晰的互信原则: “一要明确底

—７９—

①

②

③

④

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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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解释和应用,可以将崛起国改革国际制度的路径分为替代、叠加、转换和偏离四种类型.参见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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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避免对抗;二要畅通渠道,坦诚对话;三要拒绝脱钩,保持合作;四要

放弃零和,共担责任”.① 因此,在拜登政府带来的可能性机遇下,中美应该

先把战略关系稳定住,确保现有安全沟通渠道的有效畅通,再徐图改善,战

略稳定是政治互信根本性问题,涉及两国关系长期稳定的大局.此外,传统

安全的非零和性合作仍然是中美战略竞争管理的核心基础,② 以此才能实现

中美安全稳定的大框架, “包括建立在非均势核威慑基础上的战略稳定性、
双方经济的深度相互依存、战略互信、双方对话交流与合作机制等四根支

柱”.③ 这也需要双方领导层政治力量在安全领域的正向引导才能达成合作共

识,④ 实现合作行为,获得合作成果,排除第三方因素的干扰,同时避免安

全竞争引发经济对抗,逆转经济—安全联动的错位机制.

３必要辅助机制:中美社会文化交流与全球治理合作

目前,中美大国战略竞争 “仍在一个开放性国际体系中进行,使得中美

两国能够维系足够的战略信任”.⑤ 而中美在社会文化交流等领域利益高度关

联融合,极大地促进了两国沟通与理解, “一些人出于一己政治私利和狭隘

偏见竭力破坏中美关系,是站在历史错误的一边,注定是要失败的”.⑥ 从国

际政治的社会演化而言,中美社会文化交流与全球治理合作这一辅助机制能

发挥愈发重要的作用基于以下三方面:一是国际体系的开放性缓解体系压力

并扩展双方的战略合作的空间;二是国际体系的开放性发展可以加大中美关

系之外的第三方因素正面影响力度,利于各类信号沟通、减缓国际格局的板

块化;⑦ 三是国际体系的开放性发展有利于缓和双方对国际体系的修正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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倾向,深化两国社会相互理解,共同对世界政治负责.需要注意的是,当前

中美关系处在世界历史的新基础之上,但 “这种基础绝不是要将两国关系退

回到相互孤立和隔离的状态,也不是要将两国关系推向武器化的相互依存,
而是需要在重要领域确保相互依存”.① 同时,中美在抗击疫情、气候变

化、② 反核扩散、网络安全、跨国犯罪等多个全球治理领域存在合作空间,

将持续对双边关系的稳定发挥重要作用.总之,在全球化历史动能、防御性

现实主义时代现实约束与以上领域共同推进的基础上,在保持充分战略耐心

的引导下,中美关系更有可能通往经济、安全与文化多维共同演化.

五、结　语

基于世界政治学路径与国际政治的社会演化范式等宏观理论,本文搭建

一个大国关系中经济—安全联动错位机制生成的宏观框架,并建立对应的类

型学,以中美关系为核心案例进行追踪,以错位机制解释当前两国大国战略

竞争关系的生成.其理论启示在于,验证了大国关系中经济—安全联动关系

错位机制的生成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完全错位机制的正面案例为美苏关系,

无错位机制的负面案例为美英关系,机制进行到一半的半负面案例为美欧、
美日关系,而中美关系是错位机制特殊的正面案例.基于中美不同历史文明

的底蕴与国际体系高度复合依赖演化的现实,中美大国战略竞争关系的生成

与上述大国关系历史案例存在时机与时序的不同,③ 意味着这一错位机制存

在较大的可逆性.对此,中国以及美国需要推进产业结构深化互补、推动第

三方市场与安全合作 (包含双边与多边的传统与非传统安全领域),以包容

性制度改革完善全球经济治理,辅之以中美社会文化交流与全球治理合作,

推动双边关系迈向经济、安全与文化的多维共同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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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由于美国政治经济精英不愿正视其政治上层建筑存在的基础性弊

端,试图忽视全球化时代西方自由民主政治的普遍性困境,① 对美国国内政

治经济长期积累的问题②进行错误的外部归因,③ 加剧了中美经济—安全关

系联动的错位螺旋.就目前而言,中美关系正处在一个十字路口,仍然是一

对未定的大国关系:中美关系即将迎来双边关系的转折点,这一转折可能继

续滑向美国擅长的大国战略竞争与两极对立的平行世界,但更可能开始一段

竞争性共存.而中美经济—安全联动错位机制的负面外溢效应直接影响亚太

和全球格局,在这一过渡阶段,世界局势可能变得异常危险.但跨过中美关

系这一临界点,加上中国始终以国内问题为优先方向: “在坚持改革开放的

基础上,治理好自己,尽可能与其他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共同推进国际秩

序的稳步改进,从而造福世界”,④ 保持对外政策的延续性、坚持无霸权意

愿、思想和实践,⑤ 以及中国自身力量增长对维持世界和平的正面作用,最

终会促使美国回到理性务实合作.就事实而言,中美经济合作互利共赢的基

本属性没有变、经济全球化历史动能以及全球公共事务治理中大国协调的必

要性没有变.随着中国外交议程设定能力的增强 (主动设定美方纠错与中方

关切两份清单)、越来越成为双边关系中的自变量而非仅仅是美国对华政策

的因变量,⑥ 双方应该共同推动中美关系进入经济深化合作与充分战略互信

的合作阶段,这一实践必将给国际体系的演化带来稳定前景,也在知识生产

上革新大国关系理论的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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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可金: «民主的困惑———全球化时代的美国政治逻辑»,载 «美国研究»２０１５年第１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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